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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省会”战略的产业升级效应
—基于省会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准自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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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强省会”战略是提高省会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抓手，而产业结构是衡量一个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核心指标。

基于 2003—2020年中国 26个省会城市的面板数据，依托省会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

科学评估“强省会”战略的产业升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行政区划调整显著促进了省会城市产业升级，但这种促进

效应只能持续 3 a。机制检验显示，行政区划调整将通过缓解资源约束瓶颈和提高技术创新水平 2种渠道带动省会

城市产业升级。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行政区合并而言，撤县设区对省会城市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相对于

副省级省会城市和多中心空间布局模式下的省会城市而言，普通省会城市和单中心空间布局模式下的省会城市在

行政区划调整后获得更大的产业升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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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首府，全文统称省会）城市作为一省区的

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省（区）内最重要的中心

城市，且对整个省（区）的快速健康发展起着重要引

领作用[1]。2018年，国家明确要求山东、江苏等省

“提升省会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①。“十四

五”伊始，“强省会”战略成为了各省经济发展与区

域竞争的重要策略②，以策应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并

提升本省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与竞争力。事实上，

2010年以后许多省级政府已明显加强了对省会城

市的政策偏向[2]。根据各省（区）统计年鉴③发现，到

2021年，仅占全国面积 4%的省会城市 GDP占比

却超过全国的 1/5，市域总人口达 2.3亿，约占全国

总人口的 17%。可以预见，在“十四五”期间乃至更

长时期，省会城市的重要性还将进一步凸显。

自“强省会”战略被提上日程以来，学术界从理

论上对其概念内涵与现实价值进行了探讨与界定。

尽管各类界定在表述上各自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

“强省会”的核心要义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或手段发

展省会城市经济，推动省会城市高质量发展，提高

省会城市经济首位度，提升省会城市的影响力，并

推进省域内区域经济协同发展[3-4]。从各地采取的一

系列手段来看，“强省会”战略的核心政策包括利用

行政区划调整、争取国家级战略平台、颁布优惠政

策等[4]。其中，行政区划调整因能在短时间内将土地、

劳动力、资金等资源直接并入省会城市，已成为了

各省（区）实施“强省会”战略的最常见手段。从现实

价值来看，“强省会”战略不仅对快速提升省会城市

经济水平有着重要作用，还可通过乘数效应、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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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7/22/c_1123161094.htm [2023-05-20]
 ② 2019—2022年，各省纷纷出台了“强省会”措施，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实施强首府战略的若干意见》、河北省《关于大力支持省会

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福建省《关于支持福州实施强省会战略的若干意见》、济南市《中共济南市委市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强省会战略的实

施意见》、贵阳市《贵阳市实施“强省会”五年行动方案》、湖南省《关于实施强省会战略支持长沙市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云南省《云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强省会”行动协调推进工作机制的通知》、江西省《关于深入实施强省会战略推动南昌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及甘肃省《兰州市落实强省会战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

 ③ https://data.cnki.net/home [2023-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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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等带动全省域经济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1,4-5]。

当然，亦要谨防因省会城市“一市独大”导致的城市

体系割裂、经济发展失衡，最终造成效率损失问题[6]。

此外，学者们还实证检验了“强省会”战略对经

济增长与区域创新的影响。作为衡量区域发展水平

的重要指标，现有实证研究首先从地区经济增长方

面对“强省会”战略的影响进行了探索。研究结果普

遍认为，省会城市首位度提升与省域经济增长水平

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U”型非线性关系[4,7]。具体而言，

当省会城市首位度较低时，“强省会”战略的实施会

促使人口、资源等向省会城市集聚，提升发展活力

和公共服务需求程度；反之，将导致省域内资源过

度集中，容易造成资源错配、交通拥堵等外部不经

济现象，进而抑制其经济增长。此外，依托在政策红

利、地理位置等方面优势，“强省会”战略还可以通

过促进各类创新要素集聚和流动，为产业创新升级

注入动力；通过促进不同产业间的技术合作，形成

优势互补，提高创新效率；并通过“学习机制”向周

边地级市输出凝结在产品和服务中的先进知识经验，

推动区域内的整体创新能力[8-9]。

由上可知，尽管现有文献已从理论与实证层面

对“强省会”战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鲜有文献从

产业升级角度，考查“强省会”战略的影响。然而，

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石，产业的发展与转型直接决

定了城市的发展与更新。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省会城市只有做强自身产业，提升产业支撑能

力，才能增强产业引领作用，真正实现“强省会”战

略意图，并在全国发展版图中谋求更强话语权。因

此，科学评估“强省会”战略的产业升级效应，对于

加快推进省会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省会城市综

合竞争力并真正发挥引领作用，进而促进省域内经

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对此，本文基于省会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这一准

自然实验，利用 2003—2020年中国 26个省会城市

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强省会”

战略的产业升级效应。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边

际贡献主要体现在：① 科学评估了“强省会”战略对

省会城市产业升级的影响。依托省会城市行政区划

调整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

“强省会”战略的产业升级效应，更为客观地评价了

“强省会”战略的实施效果。② 深入剖析了省会城

市行政区划调整影响产业升级的内在机制。基于新

经济地理理论，从资源要素的共享与优化配置和技

术创新的提高角度，深入探讨了省会城市行政区划

调整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并实证检验了省会城市行

政区划调整对基础生产要素和技术创新因素的影响。

③ 系统探讨了行政区合并和撤县设区的产业升级

效应。考虑到不同行政区划调整方式在行政等级、

政府权责、工作思路等方面的差异，本文分别检验

了行政区合并和撤县设区这两种行政区划调整方式

对省会城市产业升级效应的影响。 

1    研究假说

行政区划调整扩大了省会城市行政辖区范围，

弱化了因行政区划而产生的行政壁垒，使得省会城

市在短时间也获得了大量的资源要素，促进了省会

城市内部的市场整合，提升了人力、物质、信息等在

全市范围内的流动，增强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资

源可获得性，缓解了创业者在创业初期面临的资源

约束问题，为新企业的进入、发展和扩张提供了优

厚的先决条件，为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提供要

素支撑[10]。此外，行政区域调整能使省会城市在更

大范围内自由配置要素资源、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增强了劳动力要素流动性、资本要素投资选择性，

缓解了资本要素价格的负向扭曲、劳动力市场的配

置扭曲；并可削弱被合并县区的财政独立性和政策

干预市场能力，缓解因产业结构趋同与重复建设带

来的资源浪费问题，从而提高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

与要素市场化配置水平[11-12]。最后，行政区划调整促

使人力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与经济活动在省会城

市形成空间集聚，增强了市场创新主体间的交流与

合作，有助于知识之间的重新组合，提升区域内的

创新活动与创新能力；同时，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学

习与竞争氛围，促进新产品、新产业的形成，加速产

品、技术与服务的更新换代，推动传统产业从低附

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为产业升级提供内

在力量[13-14]。

假设 1：“强省会”战略下，行政区划调整既可

以通过资源要素的扩张和配置效率的提升，缓解资

源约束瓶颈，助推省会城市产业升级；还可以通过

集聚效应和学习效应产生的空间溢出，提高技术创

新水平，驱动省会城市产业升级。

目前，省会城市的行政区划调整方式主要包括

行政区合并和撤县设区。就行政区合并而言，因合

并前不同行政区划的政府和官员有着各自经济算盘，

推行各自的产业发展政策，导致城市间产业重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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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等同构现象较为严重，阻碍产业效率的提高[15]。

加之，因被合并县区发展相对落后，省会城市在行

政区合并后的基础设施完善度下降，直接导致产业

空间活动的活跃程度下降，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

被削减。譬如，依据《安徽统计年鉴》[16] 数据可知，

经过行政区合并，合肥市土地面积在 2011—2012
年增加了 4 375 km2，人口增加了 257.15万，但人均

道路面积却下降了 3 m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下降到

11.5 m2，表明基础设施完善度远落后于行政区合并

的速度。相比之下，被撤县（市）本就隶属于省会城

市，2属地官员同处于一个竞争体系下，不存在利用

产业政策制造“政策洼地”现象的出现。在此背景下，

撤县设区将所辖县域纳入市辖区范畴，加速了区域

范围内的一体化进程，可促使产业布局和发展模式

更合理有序，提高产业效率，有利于产业的快速升

级转型[17]。不仅如此，省会城市在撤县设区后不仅

不会降低基础设施的完善度，还将加速投资、财政

等资源要素的倾斜，为产业升级积蓄动力。

假设 2：在行政区划调整的 2种主要方式中，撤

县设区因调整前的产业政策一致性高，且调整后不

会降低基础设施的完善度，对省会城市产业升级的

促进作用强于行政区合并。

一般而言，省会城市建制包括副省级省会城市

和普通省会城市两种行政级别。理论上，普通省会

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后的产业升级效应更为明显。主

要原因包括，大多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普通省会城

市①，因第二、三产业起步晚，具有较大的产业结构

提升潜力；受城市落户门槛影响较小的普通省会城

市，在行政区划调整政策实施后，劳动力人口的自

由流动程度和有效劳动力的配置情况更优[2,18] ，且
行政级别较低的普通省会城市，政府官员手中掌握

的资源相对有限，行政干预的动机较低，有助于资

源配置优化配置[19]。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各省域

内逐渐形成了“一枝独秀”单中心和“全面开花”多

中心两种空间结构发展模式。研究认为，在经济规

模相对较小、发展相对落后的省（区），单中心空间

结构下省会城市因要素资源总量并非未完全突破所

能承载的最优规模，可通过行政区域调整，加快资

本的积累速度和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吸引力，提高

自身的生产效率；并通过发挥政府公共服务的规模

效应，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实现内生式扩张，进

而促进产业升级[20-21]。

假设 3：行政区划调整后，相较于副省级省会城

市而言，普通省会城市因产业发展空间大、户籍制

度限制低、行政干预较弱等原因，其产业升级效应

更为明显；相较于多中心空间结构下的省会城市而

言，单中心空间结构下的省会城市因更强的集聚效

应，其产业升级效应更为显著。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省会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这一准自然

实验，实证检验“强省会”战略的产业升级效应。鉴

于行政区划调整是不同省会城市根据自身的发展情

况分批次实施的，借鉴 Bertrand等的做法[22]，本文

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具体计量

回归模型设定如公式 (1)所示：

IS it = α0+α1didit +α2Xit + vi+µt +εit （1）

εit

式中， ISit 为被解释变量，根据通常做法以第三产业

与第二产业的比值衡量；α0 为常数项；vi 为城市个

体固定效应；μt 为年份固定效应； didit 为核心解释

变量，其含义为省会城市 i 在 t 年实施行政区划调

整观测值，体现省会城市行政区域调整政策实施情

况，当省会城市 i 在 t 年实施了行政区划调整，则在

当年和之后年份 didit=1，否则 didit=0；回归系数 α1

体现省会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程度；

α2 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为随机干扰项；Xit 为

影响产业升级的其他控制变量，借鉴以往研究[10-11,13]，

最终选取经济发展水平（lnGDP）、政府扶持力度

（gov）、技术创新水平（inno）、固定资产投资（vast）
和对外开放程度（fdi），经济发展水平由人均 GDP
的对数值表示，技术创新水平由区域创新创业指数

体现，而政府扶持力度、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外开放

程度分别由固定资产投资额、政府预算支出和实际

利用外资金额除以地区 GDP乘以 100获得。 

2.2    数据来源

由于拉萨 2010年以前的相关数据缺失，考虑

到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西藏、港澳台地区与其

它省级行政区的差异，最终选取了 26个省会（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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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划分依据为《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2000〕33 号）（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
tent_60854.htm）[2023-07-30]和《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http://hnzd.stats.gov.cn/dcsj/tjbz/201706/t20170620_127489.html）[2023-0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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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府，全文统称省会）城市为研究样本。由于中国

2001年才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且 2002年才基

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3]，考虑到国内外制

度环境的稳定性与一致性，本文选取样本期为 2003—
2020年，数据均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4] 以

及各省（区）统计年鉴①。要说明的是，为保证数据在

样本期的可比性，本文事先对所有实施行政区划调

整的省会城市与被合并地区进行数据加总。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行政区划调整影响产业升级的基准回归结果

表 1给出了省会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影响产业

升级的实证检验结果。模型 1仅控制了时间固定效

应，模型 2同时控制了时间和城市固定效应。可以

看出，无论是否控制城市固定效应，本文关注的核

心解释变量 didit 的回归系数均在 5%的显著性水

平下均显著为正，表明省会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能够

带动本地的产业结构升级。

 
 

表 1    行政区划调整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Table 1    Impac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变量 模型1 模型2

didit 0.0579***

（0.0211）
0.0652**

（0.0299）
控制变量 是 是

城市固定 非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
**
分别表示在1%，5%的统计水

平上显著；didit为省会城市i在t年实施行政区划调整观测值；不含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西藏、港澳台数据。

  
3.2    行政区划调整影响产业升级的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为检验双重差分法的平行

趋势，根据事件研究法的常用做法，本部分将公式

（1）扩展为：

IS it = α0+

8∑
k=−8

βkdidi,t+k +α2Xit + vi+µt +εit （2）

式中，βk 表示处理之前（后）k 期产生的影响；didi,t+k

为虚拟变量，表示各省会城市实施行政区划调整前

（后）k 期的观测值。具体检验结果显示，在行政区

划调整政策实施前，省会城市间的产业结构水平并

没有明显差异；但在行政区划调整实施后，省会城

市间产业结构水平却呈现出了显著差异，表明行政

区划调整对省会城市的产业升级起到了明显带动作

用。然而，在从调整后第 4年开始，省会城市间的

产业结构水平恢复到之前的无差异状态，说明省会

城市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产业升级效应只能在

短期内起到作用。

2） 剔除其他国家优惠政策的影响。考虑到国

家级优惠政策提供的“制度红利”能显著促进区域

产业升级，而在享受国家优惠政策方面，各省会城

市存在较大差异。为了能更加合理的甄别“强省会”

战略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本部分在剔除自由贸易区

和国家级新区影响后，再次检验省会城市行政区划

调整对产业升级的作用。表 2模型 1~3的结果显

示，在分别剔除自由贸易区和国家新区这 2个国家

级战略平台后，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估计值依

然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在排除

了国家级优惠政策的影响后，省会城市行政区划调

整所带来的产业升级效应依旧十分显著。

3） 替换被解释变量。为避免产业结构“虚高级

化”，本部分借鉴刘伟等的测度方法[25]，在充分考虑

产业升级质量基础上，构建体现劳动生产率的产业

升级指数进行稳健性检验。产业升级指数公式为：

H =
3∑

q=1

vqt ×LPqt （3）

式中，H 为产业升级指数；vqt 为时期 t 内产业 q 的

产值在省会城市 GDP中占的比重；LPqt 为时期 t 内
产业 q 的劳动生产率。如表 2中模型 4所示，在更

换被解释变量后，行政区划调整的回归系数仍显著

为正，说明行政区划调整对省会城市的产业升级有

着较为稳健解释力。

4） PSM-DID方法[26]。考虑到双重差分法要求

政策在样本中是随机发生的，但行政区划调整是各

省会（首府）城市根据自身发展状况制定，并不完全

随机。对此，本部分通过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进行

验证，以降低可能的样本选择偏误影响。首先，选择

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政府扶持力度、消费

水平及对外开放程度作为匹配的特征变量；其次，

按照 1∶1近邻匹配方法对处理组进行逐年匹配；最

后，对数据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后再进行双重差分估

11期 王鹤等：“强省会”战略的产业升级效应——基于省会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准自然实验 1991

 ① https://data.cnki.net/home [2022-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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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如表 2模型 5所示，核心解释变量 didit 的回归

系数估计为 0.072 2，并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依然

显著，进一步佐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4    行政区划调整影响产业升级的机

制分析
 

4.1    通过缓解资源约束瓶颈促进产业升级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约束瓶颈成为了许

多省会城市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行政区划调整通

过行政手段，可让省会城市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资

源要素，为产业升级提供要素支撑。表 3模型 1~3
从建成区面积、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力数量方面检

验了行政区划调整对省会城市资源要素的影响。

由模型 1可知，建成区面积的回归系数为

0.520 6，且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行政区

划调整带来的行政区面积扩展，缓解了省会城市面

临的土地资源约束。在行政区划调整后，省会城市

可在更大范围内规划发展空间，优化土地资源市场

配置，强化产业用地保障，建设新型产业发展园区，

提升土地资源要素利用效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由模型 2可知，行政区划调整对省会城市固定

资产投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行政区划调

整将促使省会城市增加投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缓解基础设施承载力压力。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

提高产业空间的活跃性和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与此同时，基础设施投资本身的

结构转型，通过影响需求侧的投资产业来源构成和

供给侧的具体生产技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由模型 3可知，劳动力数量的回归系数为 0.164 9，
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行政区划调整

后，将刺激周边人口向省会城市集聚，改善了劳动

力市场分割的现状，使得劳动力向省会城市涌入，

人口聚集程度的提高，促使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

产业比重上升，进而带动产业转型升级。 

4.2    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促进产业升级

技术创新是产业升级的根本动力，不仅会影响

生产要素的配置和转换效率，加速产业结构变革，

还会催生新产业，淘汰落后产业，改变产业结构布

局。因此，为了考察行政区划调整能否刺激技术创

新，本部分进一步给出了行政区划调整影响省会城

市技术创新的实证检验结果。

由表 3模型 4~6可知，行政区划调整显著提升

了省会城市新建企业注册数、专利授权数和创新创

业指数，为省会城市的产业升级提供了内生动力。

 

表 2    行政区划调整影响产业升级的稳健性检验

Table 2    Robustness tes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变量
模型1

剔除国家新区
模型2

剔除自由贸易区
模型3

两者同时剔除
模型4

替换被解释变量

模型5
PSM-DID

didit 0.0749**

（0.0414）
0.0749**

（0.0344）
0.0753**

（0.0354）
0.2047*

（0.1297）
0.0722**

（0.034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
*
分别表示在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didit为省会城市i在t年实施行政区划调整；不含北京、上海、天

津、重庆、西藏、港澳台数据。

 

表 3    行政区划调整对缓解资源约束瓶颈和提高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

Table 3    Impac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on easing resource constraints bottlenecks and improv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建成区面积 固定资产 劳动力 新建企业注册 专利授权 创新创业指数

didit 0.5206***

（0.1551）
8.5642*

（4.6759）
0.1649**

（0.0716）
0.1494**

（0.0625）
7.0409**

（3.2736）
1.2469*

（0.697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 是 是 YES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
**
、
*
分别表示在1%，5%与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didit为省会城市i在t年实施行政区划调整；不含北京、

上海、天津、重庆、西藏、港澳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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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强大集聚效应加速了企

业在省会城市中的聚集，有助于原本处于弱势地位

的企业得益于集聚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通过模仿

和学习提升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与创新水平，促进

了企业的转型升级；其次，行政区划调整促使各类

要素和产业在省会城市不断集聚，同类产业间通过

知识共享和交流，有利于共同开展技术攻关、形成

合作创新机制、降低创新交易成本，进而提高了产

业整体的技术能力和创新绩效；再次，创新水平的

提高能有效促进新产品、新产业的形成，吸引更多

资源要素在省会城市从事创新创业活动，加速产品、

技术与服务的更新换代，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5    行政区划调整影响产业升级的异

质性分析
 

5.1    行政区划调整方式的异质性分析

行政区合并和撤县设区 2等方面均有所差异，

对省会城市产业升级的效果也很可能不尽相同。

表 4模型 1~2给出了 2种调整方式对省会城市产

业升级影响的实证结果，其中，did1体现省会城市

行政区合并实施情况，did2体现省会城市撤县设区

实施情况。对比模型 1和模型 2中核心解释变量的

回归系数估计值发现，did1的估计值已不再显著，

而 did2的估计值显著为正，表明撤县设区显著促进

了省会城市的产业升级，而行政区合并对省会城市

产业升级的作用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在撤县设

区过程中，被撤县市本来就隶属于省会城市，接受

省会城市的统一调配，产业发展政策保持一致，两

地间产业融合发展成本低。而在行政区合并过程中，

因两市在合并前各自推行自己的产业发展政策，以

谋求地方利益最大化和官员个人利益最大化，导致

城市间产业重复建设等同构现象较为严重，产业融

合发展成本较高；与此同时，被合并地区的产业发

展水平往往低于省会城市，直接摊薄了由行政区合

并带来的产业升级效应。 

5.2    省会城市行政级别的异质性分析

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在行政资源上往往存在

差异，其行政区划调整对产业升级影响也就不同。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印发<关于副省级市若干问

题的意见>的通知》（中编发 [1995]5号文件）①，明确

了广州等 16个副省级城市（其中，沈阳、南京、广州

等 10个城市为省会城市）与省的关系、市直机关、

市辖区和县的级别问题，及其主要领导的职务任免、

审核要求。显然，相对于计划单列市着重赋予城市

经济管理权限，副省级城市则主要强调城市政治级

别[18]。基于此，本文分别考察了副省级省会城市和

普通省会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产业升级效应，

实证结果如表 4模型 3~4所示。结果显示，行政区

划调整仅对普通省会城市的产业升级有显著促进作

用，对副省级省会城市的产业升级作用不明显。导

致上述差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 3个方面：其一，就

发展潜力而言，普通省会城市集中在中国的中西部

地区，第二、三产业发展相对东部地区而言较为迟

缓，产业结构具有较大的提升潜力；其二，从户籍制

度角度看，相较副省级省会城市，普通省会城市因

落户门槛低，行政区划调整后更易吸引周边地级市

 

表 4    行政区划调整对产业升级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Table 4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变量
模型1

行政区合并
模型2

撤县设区
模型3

一般城市
模型4

副省级城市
模型5
单中心

模型6
多中心

didit 0.0759*

（0.0425）
0.0420
（0.0496）

0.0767*

（0.0435）
0.0590
（0.0456）

did1 0.0708
（0.0441）

did2 0.0661*

（0.037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表示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didit为省会城市i在t年实施行政区划调整；did1为省会城市行政区合并实施

情况；did2为省会城市撤县设区实施情况；空白项为模型中未包涵该变量；不含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西藏、港澳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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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迁入，劳动力的集聚效应更高；其三，就行政

干预维度而言，相比于副省级省会城市，普通省会

城市的官员政治级别低，手中掌握的资源相对有限，

资源配置过程更符合市场的需要。 

5.3    省域内空间结构的异质性分析

按照省域内中心城市的规模与职能划分，省域

内空间结构可以分为单中心和多中心 2种模式。本

部分通过计算经济、人口、土地首位度的算数平均

值，将样本中的 26个省会城市进行分类，其中，江

苏、河北、山东、内蒙古、广东、福建、辽宁 7个省

（区）属于省域内多中心空间结构，其余省（区）均为

单中心空间结构。分别考察 2种空间结果下，行政

区划调整的产业升级效应，实证结果如表 4模型 5
和模型 6所示。结果显示，相较于多中心布局而言，

在省会城市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后，单中心空间结构

对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更为显著。这可能与各省

（区）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由省域内空间结构分类可

知，单中心空间结构的省（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

相对东部地区省份而言，中西部省（区）发展相对落

后，“强省会”战略往往吸引各要素向省会城市集聚，

产生“资源虹吸效应”。这些资源要素从较低效率的

其他地区流入到较高效率省会城市，可以更好地发

挥发挥省会城市规模效应，为省会城市的产业升级

注入新动力[27]。 

6    结论与建议

近年来，随着“强省会”战略的层出不穷，“强省

会”战略及其主要实施手段倍受学术界关注和重视。

然而，已有研究较少关注省会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对

产业升级的影响。本文基于 2003—2020年 26个省

会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强省会”

战略下省会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产业升级效应及其

背后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行政区划调整作为政府

引导下的资源配置手段，的确会通过缓解资源约束

瓶颈和提高技术创新水平 2种渠道带动省会城市

产业升级。但是，这种产业升级效应只能持续 3 a，且
政策效果在调整方式、省会城市行政级别、省域内

空间结构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从调整方式来

看，相较于行政区合并而言，撤县设区对产业升级的

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省会城市行政级别来看，普

通省会城市在行政区划调整后获得更大的产业升级

效应；从省域内空间结构来看，行政区划调整对单

中心空间结构下省会城市的产业升级有正向促进作

用，对多中心空间结构下省会城市的影响则不显著。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首先，

“强省会”战略的实施要打破行政区划壁垒，促进要

素的自由充分流动。各种显性或隐性行政区划壁垒

的破除，有利于推进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资源要

素在区域内自由充分流动，并通过探索促进企业跨

区域投融资发展和产业链深度融合发展机制，促进

省会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形成“强省会+特色产

业”发展新格局。其次，“强省会”战略的实施要构建

推动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形成长期发展动能。在

“强省会”战略的实施过程中，需要依托优势特色产

业制定好相关配套政策，构建推动技术创新的体制

机制，提升创新要素配置和转换效率，为省会城市

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持续动力；并通过“腾笼换鸟”

“科创飞地”等方式，将一部分在长期不具有发展潜

力的产业和优势特色产业的配套产业转移到非省会

城市，带动非省会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区域协

调发展。最后，“强省会”战略的实施要根据各省（区）

发展特征“因地制宜”，避免“盲目攀比”。对于行政

区域调整方式而言，不能单纯的只考虑行政边界扩

张做“增量”，更应针对现有行政区划问题做好“存

量”，打破原有发展瓶颈，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对于

经济发展更好、经济实力更强的副省级省会城市而

言，要构建现代化都市圈，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建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弱的

单中心中西部省会城市而言，要强化政府战略规划

引导，加快科创要素向省会城市聚集，推动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并充分利用国家

级优惠政策在非省会城市培育省域副中心，逐步破

解不均衡不充分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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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effect of building a strong capital: A quasi-nat-
ural experiment of provincial capital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Wang He，Wang Junyi

（School of Business and Center for High-qualit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Hunan, China）

Abstract:  The strategy of “strengthen provincial capital” is an important point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of provincial capital,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the core index to measure the comprehens-
ive competitiveness of a city. So, can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which is the most direct means of
the strategy of “strengthen provincial capital”,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provin-
cial capital?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6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3 to 2020, this paper uses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DID)  to  find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under  the
strategy of “strengthen provincial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upgrad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the driv-
ing effec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on upgrad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provincial capital was only
3 years.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territorial entity adjustment will through both easing
the bottleneck of 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improving the level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promote the indus-
trial  upgrading  of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Specifically,  compared  with  the  merger  of  administrative  regions,
the promotion of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is stronger; compared with the vice-provin-
cial cities or the multi-center layout mode in a provinc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effect after the ad-
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of  the  general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or  the  single-center  layout  mode  in  a
province is more obvious.

Key words:  the strategy of “strengthen provincial capital”;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industrial up-
grad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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